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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直到 １９２０ 年以后方才得到法国汉学界的译介。 在此

领域有所建树的汉学家主要有三位：２０ 世纪 ２０ － ４０ 年代，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中国古文选》和《中国

文学史》中专门研究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流变；６０ 年代，吴德明在《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以

司马相如为中心进行了赋文研究；８０ 年代末，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专辟一章介绍中国早期赋作，说明

“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进入法国汉语语言文学教材。 在 ２０ 世纪，赋体文学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同步举进，
然而推广有限，仍然需要更多的译者和研究者来开拓这一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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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在
其嬗变的流程中出现了辞赋、骚体赋、散体大赋、
抒情小赋、咏物赋、骈赋、律赋、俗赋等形式和称

谓，足以说明其种类繁多变体复杂。 这种介于诗

体与散文之间的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在 ２０ 世纪之

前几乎没有引起法国汉学家的重视，直到 １９２０ 年

以后方才逐渐得到更多研究。
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主要有三位汉学家：曾

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俄罗

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礼（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对赋

体文学情有独钟，早在 １９２５ 年出版了《〈文选〉中
的赋》，后在 ４０ 年代所著《中国文学史（散文卷）》
中也多次论及赋体作品，是 ２０ 世纪法国汉学界专

事研究赋文第一人；吴德明（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１９６４
年出版其博士论文《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

如》，该著作也因司马相如是汉赋代表作家而成

为一部研究赋体文学的重要文献；至 １９８９ 年，班
文干（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出版《中国文学史》教

材时，专辟一章介绍早期的赋作，虽然只有寥寥几

页的普及性文字，但也说明“赋”作为一种文体正

式进入法国的汉语语言文学教材中。

一、 法国学者的赋源研究

　 　 关于赋的起源，自汉以来便有诗源说、辞源说

以及清代出现的综合说、民国时期赋出俳词之说。
法国汉学家们也都把赋源作为赋学研究中第一个

需要解答的问题。
关于赋体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中国学界历

有争论。 马古礼在《〈文选〉中的赋》的绪论中写

道：“‘赋’原是‘古诗之体’，有《文选·序》可资证

明。 其言：‘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评注曰抒发胸臆为赋。”①他认同赋源于诗，不过

继而说明“这种没有严格音律的诗歌形式很快发

展和独立出来”“屈原之作《离骚》被认为是‘赋’
这种特殊文体的起源，这个观点非常正确，而且

《离骚》的成功为赋体的独立做出重要贡献”。②

综合来看，马古礼结合了赋的诗源说和辞源说，意
思是赋在尚未形成独立文体之前是诗体一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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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受到楚辞的影响而形成真正的文体。 马古礼在

绪论的结尾处提及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在《郊庙歌辞及其他》 （１９２３ 年）
序言中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可以说赋在其整个

发展阶段都在表现与其起源密切相关的一个特

点：赋原本就是一种咒辞。”①马古礼对此观点不

予苟同。 在他看来，自汉以后任何时代的赋都不

具备这个特点，并且援引亚瑟·韦利本人的另一段

解释（“这并不能通过论证来说明，只是感觉有一

种从语言和节奏而得到的感官陶醉”）来证明所

谓符咒辞说只是亚瑟·韦利的个人感觉，并不具备

科学性。②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古礼过于狭义

地理解了亚瑟·韦利所言 “赋原本就是一种咒

辞”。 我们不妨把咒辞说看作辞源说的一种，如
果说辞赋原是一体的话，那么辞的起源便可以追

溯到宗教神灵。 正如当代赋学研究学者许结在讲

述赋源时所说的那样：“整个文学的历史，其开端

都与宗教有关（略）。 我们看周公的祝辞，他就是

通过曲折的感情的表露和反反复复的词汇的描

述，来感动神灵。 这种早期的对神灵的感动，渐渐

发展为对人的感动，再发展为对自我的感动，所以

文学的发展我觉得有这么一条线索。”③而亚瑟·
韦利所说“一种从语言和节奏而得到的感官陶

醉”正是说明从赋体修辞产生的精神体验令人接

近于上古时代“辞”的祝祈性质，既说明了赋的美

学特征也体现了赋在起源时期的精神品格。
吴德明在专著 《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

如》的第三章中为了论述“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而详细介绍了赋的起源。 两汉之前是否

有赋？ 辞与赋之间有何关联和区别？ 这些不可避

免的赋源问题也都是这位法国汉学家所希望探知

的。 “司马相如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职

业作家，他生活在一个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好几

种文体形式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而我们所研究

的这位诗人以其作品和影响促进了这些新兴文体

的形成。 为了说明司马相如文学创作的独创性，
显然应当先介绍他之前的文学体裁， 即 ‘楚

辞’。”④吴德明把楚辞视作一种文体范畴，“战国

时期楚地出现的这种诗歌从格律、风格和内容上

都有别于《诗经》中的作品”⑤，并且区分了《诗》
用于歌而楚辞则用于诵。 他进而说明楚辞的抒情

性与象征性虽然源于长江地区宗教和巫术仪式，
“但是我认为这些诗歌形式考究、辞藻丰富、意象

繁多，且具有个人色彩的情感抒发，只能以才华卓

越的诗人的创作才能方可驾驭”，“我们在屈原的

诗作中可以发现赋的渊源”。⑥ 可见，吴德明充分

肯定屈原作品在赋体起源中的作用，同时通过研

究司马相如的作品和大量中国文献观察到赋源的

多元化：其一，“与屈原的诗作相比，司马相如的

赋更直接地源于战国时期诸侯宫中的娱乐之

事”⑦，所以后来的汉赋也有娱悦皇帝的作用。 例

如，宫廷娱乐活动中有猜谜、寓言、短剧，为了调动

气氛而经常采用设置情境的问答形式，这便是后

来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而且在第一部以赋名篇

的文学作品《荀子·赋篇》中亦可见端倪；其二，吴
德明同意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战国时期纵横

家之间的论辩也可能对后来的赋体产生影响，因
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上林赋》中所呈现的

也正是这种王侯之间的论辩；其三，吴德明认为在

《战国策》和《史记》所记载的一些短篇作品片段

中也可以发现汉赋的前身。 可以肯定的是，在吴

德明的赋源探讨中，辞源说是主体，而且包括赋出

于楚辞和纵横家辞令两种来源，同时，他也兼顾汉

朝之前多种文学样式对赋的共同影响，尤其是注

意到赋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深

刻影响，并得到这样一个观点：赋在本质上是一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据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éｔｕｄ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ｅｓ 绪论第 ２０ 页英文引言翻译。
Ｃｆ． Ｉｂｉｄ． ， ｐｐ． ２０ － ２１．
许结：《赋学讲演录》，潘务正记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版，第 ５ 页。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Ｕｎ ｐｏèｔｅ ｄｅ ｃｏｕｒ ｓｏｕｓ ｌｅｓ Ｈａｎ， Ｓｓｅｕ⁃Ｍａ Ｓｉａｎｇ⁃Ｊｏｕ，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Ｆ， １９６４， ｐ． １３５．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 ｐ． １３６．
Ｉｂｉｄ． ， ｐ．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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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文学，民间文化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因

素。① 总体而言，吴德明对赋源的探讨综合了中

国学界、法国汉学界以及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

等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总结和

转述，虽无创见，但是呈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法国

学者赋源研究中最具专业性和全面性的成果。
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明确表达了赋与

《楚辞》的关系：“《楚辞》中的诗篇对后世文人产

生重要影响，尤其体现在它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

丰富的辞藻描绘了神游之灵所经之处的风景颇具

神奇之象，二是风景描写与人的思想、情感联系起

来，并升华到道德情操。 正是基于对此种创作手

法的模仿而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赋。”②

班文干选择了最为简单明了的介绍方式，虽然在

学术性上略逊一筹，但是更适宜于向普通法国读

者和学习中国文化的法国大学生普及中国文学

常识。

二、 马古礼论赋的文体特征及
发展演变

　 　 关于赋这一类文体的形式特征，吴德明没有

专门论述，只是在著作中多次涉及汉赋的文体特

点，如问答体、词汇的丰富与兀异、夸饰性、韵散结

合等。③ 他虽然没有明确区分“骚体赋”、“文体

赋”等体类，不过在介绍贾谊《吊屈原赋》时也对

其中句式和“兮”字的使用进行细致分析，将这篇

作品归于屈原《离骚》《九章》一类，并指明它与汉

赋有很大的形式区别。④
而马古礼则在著作中对赋体作品的特质和流

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在《中国古文选》
绪论中，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辞赋时写道：“这
两字指的是欧洲文学中并不存在的文学形式，因

而无法翻译。”⑤他解释了“赋”字在汉语中有“叙
述”“铺陈”“描写”之意，但是作为体裁其定义非

常模糊：它既有“叙述色彩”，又有“诗歌特性”，尤
其是“具有一定的韵律”，而这种韵律又“无一定

之规”，且“这种特点只有在汉语原文中才能有所

体会”。⑥ 由此可见马古礼在描述和定义“赋”这
种中国古代文学特有体裁时的困难之处，因此，尽
管他知道习惯上“赋”在西方语言中经常被翻译

为“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写）”，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中，
自始至终选择直接以拼音“ ｆｏｕ”来表示赋体或赋

体作品，这一做法也为后代学者吴德明和班文干

所沿用。
马古礼通过研究萧统的《文选》发现在不同

历史时期赋体的不同特征，所著《〈文选〉中的赋》
由绪论和译文两部分组成。 绪论分为三部分：第
一部分是介绍《文选》的选文原则和内容编排，第
二部分介绍了从《楚辞》到《文选》这段文学时期

赋的起源与发展，正是在这一部分中，他研究了赋

的体制演变。
马古礼虽然没有直接采用“骚体赋” “文体

赋”这些明确的名称，但是将二者的文体特征进

行了细致的描述。 他认为，第一种赋体，即骚体

赋，具有以下特征：从主题上看，这一类赋“通常

旨在抒发情感表达心灵”，“自然风景只是具有起

兴或是映衬情绪的作用”，而“情感表达以哀怨自

怀为基调”，这些特点无不体现了屈赋的影响；从
文体特征上看，“此类赋作与吊文相近，例如《文
选》就将贾谊的《吊屈原赋》归入吊文一类”。⑦

在这种充满抒情色彩的古诗之赋以外，“同时发

展出了一种不同的赋体，摒弃了纯粹的抒情和抽

象的情感，代之以韵散夹杂的诗意描写，更接近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ｆ． Ｉｂｉｄ． ， ｐｐ． １４４，１４７．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Ａｒｌ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Ｐｉｃｑｕｉｅｒ， １９８９， ｐ． ６２．
Ｃｆ．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Ｕｎ ｐｏèｔｅ ｄｅ ｃｏｕｒ ｓｏｕｓ ｌｅｓ Ｈａｎ， Ｓｓｅｕ⁃Ｍａ Ｓｉａｎｇ⁃Ｊｏｕ， ｏｐ． ｃｉｔ， ｐｐ． １３７， １４１．
Ｉｂｉｄ． ， ｐ． １５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 Ｋｏｕ⁃Ｗｅ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 ｔｅｘｔｅｓ ａｖｅ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
１９２５， ｐ． ＸＶＩ．
Ｉｂｉｄ． ， ｐ． ＸＶＩＩ．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éｔｕｄ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ｅｓ， ｏｐ． ｃｉｔ，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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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①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体赋了。 马古礼

认为第二种赋也仍然可以从屈原之作中找到渊

源，尤其是《卜居》和《渔父》两篇。 一方面，马古

礼强调这两种赋的差异性，一个主抒情，一个主事

形；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二者同源，皆源自 《楚

辞》，然后分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它们都统

称为赋（中略）正是这一名称之下包含着内容体

裁各异的作品使得萧统略带夸张地说‘今则全取

赋名’。”②

关于文体赋，马古礼的介绍更加充分。 由于

骚体赋的创作难免会被拿来与屈原原作进行比

较，“这第二种赋……当然比第一种赋更加盛

行”，因为它“让作者有更广泛的选择主题的自

由”“有更多发挥才华的余地” “更能体现个性创

作特色”。③ 马古礼列举了一些将文体赋发扬光

大的汉代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
“最擅长古体赋创作的当属汉代文人。 而且可以

说，汉代也是这种赋体以最纯粹和完美形式存在

的唯一时期，而自晋以后，其形式逐渐变化，过渡

到古代散文的领域。”④马古礼进而对汉赋与晋赋

进行了对比：“汉代文人从事创作，晋人从事写

作。 在具有同样才华的情况下，汉人之赋更具率

性，而晋人之作更具研习之气。”⑤对于这种文风

上的变化，马古礼不仅有独到的观察，而且更有透

过现象对根源的探究。 在他看来，两晋时期的文

人厌倦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逃避政治，在哲学

思想或神秘主义中寻求寄托，更倾向于抽象的玄

理，容易产生一种绮靡雕饰之气，故而不像汉代赋

家那样着力于具体事物的描摹敷陈。 因此，晋赋

比较脱离现实，不那么关心具体事物形象，而是以

抽象的情志理思为主导，“在这一点上，它又接近

于更直接脱胎于《离骚》的第一种赋体，因为《离

骚》本身就是一部极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 同

时，晋代赋家也没有完全抛弃司马相如和班固所

树立的赋作典范，但是以义理为主，以事类为佐，
虽用描写，但是旨在言理”。⑥ 在这里，马古礼敏

感地觉察到晋赋与汉代大赋的差异。 他多次赞扬

魏晋文学辞藻之丽与形式之美，认为晋代的辞赋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技艺上日臻完美，成为萧统

《文选》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但是，他对两晋之赋

的考察又略显笼统和偏颇：一方面玄风炽盛确实

波及晋代辞赋，但需知晋赋的主流仍然是三国以

来盛行的抒情咏物小赋，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

观察和阐述。
《〈文选〉中的赋》的第三部分结合三篇有代

表性的作品阐述了赋的文体风貌。 第一篇是班固

的《两都赋》，被认为是“汉代文赋的代表作”，马
古礼对作品的主题、结构、语言、风格进行了详细

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认为这篇作品“语
言自然流露，毫无雕饰的痕迹，仿佛一气呵成”。⑧
第二篇作品是江淹的《别赋》，这篇作品被认为是

“六朝赋的代表作”，不以城阙宫室或是苑猎场面

等具体事物的描绘为主，而是着重内心情感抒发。
马古礼对这篇作品的内容（“表达各种不同类型

人物的离愁别绪”）、语言（“流畅而富有表现力”，
“更适于翻译”）进行了简要点评，尤其对它的形

式观察入微：“这既不是叙事，更不是描写，而更

接近于欧洲文学中的挽歌，结构也似一曲吟唱。
作品韵律规整，四、六、七字句间隔交错，频繁使用

‘兮’字和诗歌中其他常见虚词，而且注意偶数句

押韵以及所用之词的音韵，以达到一种诗意的效

果。”⑨从以上评述文字可以看出，虽然马古礼并

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出现有骈赋或俳赋一说，
但是对江淹《别赋》这篇铺采摛文之作的评价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 ｐ． ９．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ｐ． １０．
Ｉｂｉｄ． ， ｐｐ． １０ － １１．
Ｉｂｉｄ． ， ｐ． １２．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 Ｋｏｕ⁃Ｗｅ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 ｔｅｘｔｅｓ ａｖｅ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ｐ． ｃｉｔ， ｐ． ＸＸＸＩ．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éｔｕｄ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ｅｓ， ｏｐ． ｃｉｔ， ｐｐ． １３，１５．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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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现了他对南朝俳赋的认识。 而且，马古礼以

独到的眼光指出，唐代诗人李华写的《吊古战场

文》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①，而《吊古战场文》亦

是一篇骈赋。 马古礼在绪论中介绍的第三篇作品

是陆机的《文赋》，他非常认同其中的创作理念，
认为《文赋》“语言整饬，亦不乏优雅和铿锵之辞，
但是有时出现重复或空洞之语”。② 他后来在

《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进一步介绍道：“这是

一篇韵律工整的长赋，大多以六言写成，阐述了文

学写作的必要品质和需要避免的流弊。”③

马古礼一向把赋视作中国古代的高雅文学，
而一般的古文作品则是日常文学。 他观察到唐宋

时期赋的衰落：赋逐渐失去高雅之气，与之前的赋

作体现出不同风格，出现散文化倾向；与此同时，
日常文学中的一些记文则在一些文学大家笔下提

升了品质，变得更加诗意灵动和优雅，因此二者之

间的格调渐趋一致。④ 而到明朝，“赋完全消失，
因为它们被世俗化之后丧失了宋文赋中原有的大

部分特质，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⑤。
综上所述，马古礼对中国赋文学的研究在法

国汉学界具有开山之功，他对赋体形制的流变进

行了细致的考察，并且不乏个人的真知灼见。

三、 赋体作品在法国的译介

　 　 （一）马古礼：一位集大成的开创者

马古礼将上述班固《两都赋》、江淹《别赋》、
陆机《文赋》以及萧统《〈文选〉序》翻译到法语，
这四篇译文便构成《〈文选〉中的赋》的主体部分。
由上可见，马古礼在选译《文选》中作品时颇具慧

眼，他精心选择的三篇赋作分别展现了汉大赋、抒
情小赋和文赋的不同特点和风格，正如他本人所

言：“希望通过笔者对赋这种文体的整体性介绍

以及对代表作的翻译和分析，使读者能够对从起

源到《文选》成书时期的赋有一定的认识。”⑥关

于陆机《文赋》的译介，马古礼尤其强调了选译该

作是“因为它是《文选》中唯一阐述中国人文学创

作理念和文人修养的作品，因此将它介绍给欧洲

读者是十分有意义的”⑦。 他尤其提到了《文赋》
中的一个观点：陆机提倡研究经典以修炼形式，但
是也认为一定要文有新意，倘若前人之文中已有

此意，则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作品缺乏艺术性。 马

古礼从这一段论述中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学

的一个创作现象：虽然经常存在语词的相互借用，
但这只是形式的继承，意义的独创性依然得到中

国文人的重视。 这一翻译案例也充分说明了译者

在异国文化认知和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桥梁

作用。
１９２９ 年，马古礼在《通报》上发表一篇关于

《晏子赋》的译介文章，这是关于中国古代俗赋研

究的专论。 俗赋正是因为《晏子赋》《燕子赋》《韩
朋赋》在 １９００ 年出土的敦煌遗书中被发现而为世

人所知。 在敦煌大量中古时代的写卷中，保存赋

体作品大约 ３３ 篇，俗赋大致 １７ 篇。⑧ 目前，中国

学界普遍认为俗赋源于先秦，流行于秦汉，是中国

说唱文学和戏剧的源头，唐以后不再广泛流传。
“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

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深覆典雅，指意难明’
的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⑨关于俗赋，在国内也

长期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马古礼在近一个世纪

前的这份研究成果非常值得关注。 他之所以了解

到这一特殊的赋体，得益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９０８ 年带回法国的大量敦煌文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Ｉｂｉｄ． ， ｐ． １８．
Ｉｂｉｄ． ， ｐｐ． １９ － ２０．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ｐｒｏｓ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ａｙｏｔ， １９４９， ｐｐ． １０６．
Ｃｆ．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Ｚｒｏ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Ｋｏｎ⁃ｗｅ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 ｔｅｘｔｅｓ ａｖｅ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ｐｐ． ＸＸＸＩ，
ＸＸＸＶ．
Ｉｂｉｄ． ， ｐ． ＸＸＸＶＩＩ．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éｔｕｄｅ ｅｔ ｔｅｘｔｅｓ， ｏｐ． ｃｉｔ， ｐ． ２０．
Ｉｂｉｄ． ， ｐ． ２０．
伏俊琏：《俗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９２ 页。
伏俊琏：《俗赋研究》，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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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古礼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其研究材料的来源，
这些文献当时已经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些

作品完全不属于高雅文学，具有明显的民间文学

特征，而且很可能多数是说唱作品。”①马古礼在

一开始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类赋的民俗特征，但
是并没有使用“俗赋”这一名称，因为这个概念直

到 ６０ 年代才由中国学者正式提出。② 马古礼在

伯希和文献中发现了《晏子赋》和《燕子赋》，并对

标题拼音相同的两个作品进行了区分。 他简要介

绍了《燕子赋》的故事之后，把重点放在了《晏子

赋》上，因为它是“此类赋作的一个良好样本”③。
《晏子赋》在敦煌遗书中有 ９ 个写卷，在伯希和的

敦煌文献中最多，有 ５ 个，而马古礼参考了两种版

本，编号分别是伯 ２５６４ 和伯 ３４６０，其中前一个版

本相对完整，后一个则有残缺。 马古礼依据伯

２５６４ 写卷提供了《晏子赋》的汉语全文，同时以脚

注的方式标注了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之处，或有

用词不同，或有阙失之处，并根据伯 ３４６０ 写卷中

对应之处补充缺漏文字，共计 ３７ 处。 这个对照工

作也是一项文献考据工作，同时，马古礼也充分参

考了伯希和的意见，例如他根据其建议“从节奏

和意义的角度补充了 ‘剑虽三尺’ 中的 ‘三’
字”④。 在原文之后，马古礼提供了全文的法语译

文，并补充了 １５ 个文化性译注。 最后，马古礼概

括了他的几点基本认识：一是从《晏子赋》追溯到

《晏子春秋》以对比二者在内容和风格上的诸多

异同，认为《晏子春秋》并非源本，它们应该都是

根据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同一故事框架而编写的不

同版本；二是强调这类赋作体现了民间口语文学

的通俗性和对话性特征；三是认为这一类赋作的

题材与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学不乏类似之处，比如

俄罗斯和印度的民间故事（马古礼原是俄罗斯

人，因此对于俄罗斯民间文学与中国的故事俗赋

之间的相似性比较敏感）。 总之，马古礼是较早

关注到俗赋的汉学家，并通过《晏子赋》和《晏子

赋》的译介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在当

时属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于甚至早于中国学者

的研究：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最早发表于

１９２９ 年《小说月报》第 ２０ 卷第 ３ 号，所著《中国俗

文学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论及）出版于

１９３８ 年；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发表于 １９３５
年。 不过，马古礼对俗赋的研究相对孤立，并没有

足够的资料考察其渊源和发展流变过程。
此外，马古礼在《中国古文选》中介绍和翻译

了各个时期的赋体代表作，如屈原《卜居》和《渔
父》、王粲《登楼赋》、李华的骈赋《吊古战场文》、
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两篇

《赤壁赋》及《黠鼠赋》；后又在 ４０ 年代末出版的

《中国文学选编》中译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
《神女赋》（它们后来被班文干部分或全文转录于

《中国文学史》中）、司马相如《美人赋》、鲍照《芜
城赋》等。

关于翻译策略，马古礼有意采取与亚瑟·韦利

的意译所不同的译法，采用了他所谓的“原始性

翻译”，并在绪论中加以解释：“有意牺牲形式而

保证意义的理解，与其略过一些难点，把艺术价值

高于译文的中国作品进行法文化，从而不利于法

国读者理解真正的中国文学，不如进行比较贴近

原文的翻译，并且尽可能地把对欧洲读者来说感

到怪异的地方标识和解释出来。”⑤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马古礼在翻译中完全采用忠实原文的做法，
基本都是直译其意，由于汉语比较精练，马古礼为

了行文通顺必然要增加字词和补充句子成分，这
些增补之处在早期译文中都被以括弧标示出来，
以示与原文有别。 此外，译文附有大量脚注，例如

长篇大赋《两都赋》４３ 页译文中译注达 ２９０ 处之

多，《别赋》 和 《文赋》 也分别有 ４５ 处和 ８４ 处

译注。
可是，马古礼的译事之功并未得到一些学者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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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毅中 １９６１ 年《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中才明确提出：“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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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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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 法国学者埃米尔·加斯帕东 （ Ｅｍｉｌｅ
Ｇａｓｐａｒｄｏｎｅ）１９２７ 年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著

文对马古礼的《〈文选〉中的赋》和《中国古文选》
进行了批判，称之为“一个外国人的文字”。① 确

实，马古礼是移居法国的俄罗斯人，在使用法语进

行翻译时未必如母语一样自如，但是他的法语表

达完全是通顺流畅的，况且他本人的翻译目标是

“意信辞达”。 奥地利汉学家赞克 （ Ｅｒｗｉｎ ｖｏｎ
Ｚａｃｈ，一译查赫）也是《昭明文选》的译者，他在

１９２８ 年第 ２５ 辑《通报》上同时发表了三篇文章分

别批评了马古礼的三篇赋译《两都赋》 《别赋》和
《文赋》。② 但是，英国学者翟林奈（Ｌｉｏｎｅｌ Ｇｉｌｅｓ）
在 １９２７ 年《非洲和东方研究学院学报》上发表书

评给予《〈文选〉中的赋》和《中国古文选》中肯的

评价，首先肯定了马古礼这两本著作的“长篇绪

论和导论的学术质量，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

文学文体嬗变十分了解，而且非常熟悉并善于体

察历朝历代优秀作家的不同写作风格” “他精通

汉语，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他失败在（法文）表

达艺术欠佳”。③ 由此可见，名不见经传的马古礼

以赋体文学研究进入汉学界，在引起关注的同时

也引发了争议，主要争议之处在于直译方式不易

为人接受。 然而，客观而言，埃米尔·加斯帕多那

和赞克的批评之词其实过于严苛。事实上，我们直

到今天也不能否认马古礼是把中国赋体文学介绍

到法国的着先鞭者，并没有其他法国学者在赋体

演变和文体考辨这一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上有

所突 破。 此 外， 苏 联 汉 学 家 阿 列 克 谢 耶 夫

（Ａｌｅｋｓｙｅｖ Ｖａｓｉｌｉｙ Ｍｉｈａｙｌｏｖｉｃｈ）１９４４ 年发表的《文
赋》俄译本是在参考马古礼的译本基础上完成

的，马古礼的一些译文也为后世法国汉学家吴德

明和班文干所参考和引用。
（二）吴德明：司马赋的研究专家

吴德明的赋学研究以司马相如其人其作为中

心，专著《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前两章以

百余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位汉代文人的生平和他所

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偏重于史实研究，从第三章

至第十章的近三百页则以司马相如为中心，从主

题、结构、词汇、诗律以及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

上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展开赋学研究。
在研究中，吴德明首先参考中外学者的意见，

对司马赋进行了真伪考辨，认为《史记》和《汉书》
中记载的《子虚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
三篇以及《天子游猎赋》是真作，而《长门赋》 《美
人赋》是伪作。④ 在第五章中，吴德明详细描述了

四篇真作的主题和结构，尤其是《子虚上林赋》和
《天子游猎赋》，不仅考证作品中所描绘的地域和

所涉及事件，而且还对古代中国的游猎活动以及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中以此为主题的作品进行细致

介绍。 他发现司马赋作中“现实主义的描绘手

法”与“充满神奇色彩的想象成分”并存，并通过

“语言魅力”及“完美的形式”呈现出缤纷而又和

谐的艺术画面。⑤ 在第六章中，吴德明考察了司

马相如作品中的专有名词和具体名词，例如，在研

究《大人赋》时，他写道：“司马相如的作品中，空
间的转移甚于时间的流动：它首先是一幅在中国

空间里展开的画卷，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物质世界

的描绘，其次才是在中国历史长廊中的漫步。 这

体现在作品中人名数量要少于地名数量：有 ６０ 个

人名，而地名达到 １００ 个。”⑥而且，他还注意到这

些人名地名更多来自于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 吴

德明甚至精确地统计出一部作品中涉及的数十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ｍｉｌｅ Ｇａｓｐａｒｄｏｎｅ， “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Ｋｏｕ － ｗｅ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ｉｎ ＢＥＦＥＯ， Ｔｏｍｅ
２７， １９２７． ｐｐ． ３８２ － ３８７．
Ｅｒｗｉｎ ｖｏｎ Ｚａｃｈ， “Ｚｕ Ｇ．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ｅｓ 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Ｌｉａｎｇ⁃ｔｕ⁃ｆｕ ｄｅｓ Ｐａｎ Ｋｕ”，“Ｚｕ Ｇ．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ｅｓ 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Ｐｉｅｈ⁃ｆｕ”，“Ｚｕ Ｇ．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ｅｓ Ｕ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Ｗｅｎ⁃ｆｕ”，ｉｎ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２５（１９２８），ｐｐ． ３５４ － ３５９， ３５９ － ３６０， ３６０ －
３６４．
Ｌｉｏｎｅｌ Ｇｉｌｅｓ， “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Ｌｅ Ｋｏｕ⁃ｗｅ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Ｌｅ 《Ｆｏ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Ｗｅｎ⁃ｓｉｕａｎ”， 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 （１９２７）， ｐｐ． ６４０ － ６４３．
Ｃｆ．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Ｕｎ ｐｏèｔｅ ｄｅ ｃｏｕｒ ｓｏｕｓ ｌｅｓ Ｈａｎ， Ｓｓｅｕ⁃Ｍａ Ｓｉａｎｇ⁃Ｊｏｕ， ｏｐ． ｃｉｔ． ｐ． １７８．
Ｉｂｉｄ． ， ｐ． ２８６．
Ｉｂｉｄ． ， ｐ．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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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植物、石头、金属类别，以说明“司马相如拥

有丰富的词汇”，这项工作体现出法国汉学家令

人赞叹的实证分析能力和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
在第七章中，吴德明着力于介绍司马赋中对人的

动作神态、景物等进行描绘的语汇，例如，司马相

如善于变换词语来描述同一个动作，在景观描写

中绘声绘色，种类繁多且富有变化，极尽铺陈之能

事，而且擅用比喻。 第八章篇幅略短，吴德明介绍

了司马相如赋作的音乐格律，从音节多少句子长

短来说明其作品的音乐性，从而完成了对作品的

全方位研究。
《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还有两章

值得一提：在第三章中，吴德明用大量篇幅梳理了

从屈原、宋玉、荀子到汉初陆贾、贾谊等人的作品，
也涉及与司马相如同时期的文人，例如写作了第

一篇“七体”赋———《七发》的枚乘，这一章基本上

是赋从起源到司马相如生活年代的早期历史；在
第九章中，吴德明则介绍了司马相如对他之后汉

代赋家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清末。
他对这位汉代赋圣给予高度评价：“显然，所谓汉

赋直接出于司马相如之作。 构成此种赋体的大部

分元素确实在他之前已经出现，然而司马相如是

一个集大成的开创者。”①总体而言，《汉代宫廷

诗人———司马相如》是一部作家论，充分体现了

法国汉学家吴德明在赋学研究领域深厚的学术

素养。
吴德明继而翻译了《〈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和《昭明文选》中司马相如的全

部作品（《长门赋》除外），全书共 ２８６ 页，几近周

折终于在 １９７２ 年出版。② 在翻译过程中，吴德明

不畏偏僻的辞藻语汇，努力辨识每一种动物、植物

和矿物的名称，附有详细的学术性注释，汇编成索

引。 这部译著还复制了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译本

的中文原文和注释。 此外，在 ７０ 年代，吴德明还

受邀为《法语大百科全书》 《东方文学辞典》等辞

书撰写了“宋玉”“司马相如”“赋”“汉代文学”等
与中国赋文学相关的词条。③ 吴德明的上述两部

专著和译作出版后，一些欧美汉学家纷纷撰写书

评，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研究成果是西方汉学界

研究司马相如的权威之作。
顺便补充的是，关于司马相如的作家作品研

究，马古礼在《中国文学选编》中也译有《史记·司

马相如列传》的片段，并翻译了《美人赋》，其中的

片段被班文干转引于所编 《中国文学史》 中。
１９５８ 年，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埃米尔·加斯帕东曾

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文章《司马相如最早的两

篇赋作》④，介绍《子虚赋》和《上林赋》，这是后来

吴德明写作论文的参考文献之一。
（三）当代汉学家的赋作译介

班文干在《中国文学史》中专辟一章论赋，主
要涉及的作家作品有《楚辞》、宋玉《神女赋》和

《登徒子好色赋》、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

生平和《美人赋》、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另一篇

《两都赋》、曹植《洛神赋》和陆机《文赋》，其中大

多直接收录了马古礼和吴德明的译文。 在对中国

早期赋作进行评论时，班文干提出个人见解：“这
些作品的主旨大多是为了赞美一个地方，如一所

猎苑或是一座城池，或是赞美女子，虽有抒情色

彩，但它们最主要的价值是语言的雕饰，无论是词

汇句式还是音韵都力求形美，而这一部分的魅力

在翻译中都会失色。 爱情赋则符合我们西方读者

的阅读兴趣，因为它们更接近于原始时代萨满色

彩的吟唱，具有情色意味，仿佛在神灵与呼唤神灵

护佑的通灵人之间存在一种爱慕关系。”⑤班文干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ｂｉｄ． ， ｐ． ３７８．
Ｌｅ Ｃｈａｐｉｔｒｅ １１７ ｄｕ Ｃｈｅ Ｋｉ：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 Ｓｓｅｕ⁃ｍａ Ｓｉａｎｇ⁃ｊｏ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ｖｅｃ ｎｏｔｅｓ ｐａｒ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ｄｅ
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 Éｔｕ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ｖｏｌ． ２３，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Ｆ， １９７２．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Ｆｏｕ”， ｉ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 ｖｏｌ． ７， １９７０， ｐｐ． １９２ － １９３； “Ｓｕｎｇ Ｙｕ” ｅｔ “Ｓｓｕ⁃ｍａ Ｈｓｉａｎｇ⁃
ｊｕ”， ｉｎ 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Ｐｒｕｓｅｋ ｅｔ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Ｓｌｕｐｓｋｉ （éｄ．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Ｉ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ｒｅｓ，
１９７４， ｐｐ． １６７， １６４ － １６５．
Ｅｍｉｌｅ Ｇａｓｐａｒｄｏｎｅ，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ｐｒｅｍｉｅｒｓ ｆｏｕ ｄｅ Ｓｓｅｕ⁃ｍａ Ｓｉａｎｇ⁃ｊｏｕ”，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 ２４６（１９５８）， １９５８， ｐｐ．
４４７ － ４５２．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ｏｐ． ｃｉｔ． ｐ． ６６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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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一特色在《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洛
神赋》中保留了痕迹并得以发展。 班文干的这一

见解在之前的赋文研究中并无多见，可以代表一

部分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
关于赋体作品的翻译，需要补充的是当代著

名汉学家桀溺（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Ｄｉéｎｙ）在 １９８７ 年发表

的一篇论文《解读王粲》中译有《游海赋》，并在与

班彪《览海赋》、曹丕《沧海赋》的对比中探寻王粲

之文描写景物气象更广、更具备象征性思考等

特色。①
在法国唯一以单行本发行的赋体文学作品是

庾信的《哀江南赋》。 最早介绍这部作品的是马

古礼，他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首先介绍了

这篇骈赋的创作背景，并指出作品的一大特征便

是刻意用典，兼有明典与暗典。 他还将《哀江南

赋》与班固的《两都赋》、贾谊的《过秦论》和李陵

的《答苏武书》相提并论，认为庾信或受汉朝文风

的影响，加上“南北二朝不同文风的巧妙融合，以
及庾信本人诗才出众，造就了其作品的特殊文

采”。②
半个世纪后，当代翻译家米歇尔·库特勒

（Ｍｉｃｈｅｌ Ｋｕｔｔｌｅｒ）将《哀江南赋》全文翻译成法语，
列入法国异域出版社的“俄尔普斯诗丛”，１９９５ 年

出版。 在译者序中，米歇尔·库特勒指出这是一部

“融会个人际遇与朝事更迭”的作品，书名源自战

国时期宋玉《招魂》诗篇中“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句。③ 作为译者，库特勒认为“《哀江南赋》体现

了中国人对于用典的爱好”，因这篇作品“处处用

典”“曲言陈事”，需要熟读经典方能参透其意，而
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素养。④ 对于用典

的缘由，库特勒有所探讨：“虽然据事以类义可以

产生含蓄委婉的效果，但是因为每一次用典需要

故中求新，会造成累复难解之困难，难免会妨碍意

义的传达。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表达方式？”⑤

库特勒没有给予法国读者明确的解释，但是从后

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他所推断的三条理由：其一

是庾信处境尴尬，因为身不由己侍奉北国国君而

有愧于故国，故而选择借用典故暗示心声，他在

《哀江南赋》中写道：“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

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这便是自

比于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以“立德立言”；
其二，用典可以减少语辞之繁累以求诗句之经济；
其三，庾信援古证今或是借古抒怀，恰好可以在文

字中跨越时间鸿沟，将亘古至今的事理联系起来，
他不是回述历史，而是向人们展示历史的故事可

以重演。⑥ 可以说，从探讨用典出发，库特勒深刻

地理解了庾信这位亡国诗人的情怀。 对于文中遍

布的典故，译者坦言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是尽量

直译字面意义，不求甚解，以保证行文的诗意，不
以释义而累赘诗句。 但是，译文后面附有 ５２０ 个

注解，涉及文中几乎所有典故，足见库特勒译事之

用心。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译者在译文之前以列

表的方式介绍了《哀江南赋》中各个段落的主旨

大意或主要事件，例如“第 １—４０ 句，庾信家族历

史直至其父去世”，“第 ４１—５８ 句，庾信早年生活

经历”，“第 ５９—７９ 句，梁朝盛世繁荣景象”等，从
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个人历史与社会历史的交

织，这对于法国读者了解这篇长作无疑十分有益。
译者还精确地说明《哀江南赋》的序有 ５２８ 字，阐
述了诗作的题旨，文有 ３３７６ 字，并且在翻译中进

行了形式上的区分：序以散文体译出，而正文则被

翻译成诗行的形式。 因此，总体而言，库特勒所译

《哀江南赋》以一篇“史诗”的面貌呈现于法国读

者眼前。 在庆幸这一名篇佳作被移译到法文的同

时，我们也遗憾骈赋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在法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Ｄｉéｎ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Ｗａｎｇ Ｃａｎ （１７７ － ２１７）”， ｉｎ Ｔ’ 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ｖｏｌ． ７３， ｆａｓｃ． ４ － ５， １９８７， ｐｐ． ３０６ －
３１２．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ｐｒｏｓｅ， ｏｐ． ｃｉｔ． ｐｐ． １３６ － １３７．
Ｙｕ Ｘｉｎ， Ｌａ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ｕｒ ｌｅ ｓｕｄ ｄｕ Ｆｌｅｕｖｅ， ｔｒａｄｕｉｔ ｄｕ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ｔ ｐｒéｓｅｎｔé ｐａｒ Ｍｉｃｈｅｌ Ｋｕｔｔｌｅｒ，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
“Ｏｒｐｈéｅ”， １９９５，ｐｐ． ７ － ８．
Ｉｂｉｄ． ， ｐｐ． ８ － １１．
Ｉｂｉｄ． ， ｐｐ． ９ － １０．
Ｉｂｉｄ． ， ｐｐ． １０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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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界似乎没有得到清晰的定义和认识。
总之，赋体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

独特文体，文体繁复，其韵味美感会在翻译中遗失

并导致散文化倾向，从而难以像中国古代诗歌那

样在国外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在 ２０ 世纪，得益

于马古礼、吴德明、班文干、库特勒等汉学家的译

介，赋体文学进入法国人的学术视野，出现了一些

专业性著作，而且可以说是翻译与研究同步举进，
然而推广有限，仍然需要更多的译者和研究者来

开拓这一园地。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Ｆｕ⁃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ｓ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ｈｅ Ｌ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ｕ （赋）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ｅｎ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ｕｎｔｉｌ １９２０．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ｒｅ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ｍａｄ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２０’ ｓ ｔｏ １９４０’ 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马古礼）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 － 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ｋｓ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Ｆｕ ｉｎ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文选〉中的赋》），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ｓｅ （《中国古文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中国文学史》）． Ｉｎ １９６０ｓ，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吴德明） ｍａｄ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ｕ －
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ａ Ｘｉａｎｇｒｕ （司马相如）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Ａ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Ｐｏ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Ｓｉｍａ Ｘｉａｎｇｒｕ （《汉代宫廷诗人 — 司马相如》）．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１９８０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 （班文

干）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ａ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 Ｆｕ⁃ｓｔｙ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中国文学史》），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ｕ ａｓ ａ ｇｅｎｒｅ ｈａ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Ｆｕ⁃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ｓ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ｕ （赋），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ｒｇｏｕｌｉèｓ （马古礼）， Ｙｖｅｓ
Ｈｅｒｖｏｕｅｔ （吴德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ｉｍｐａｎｅａｕ （班文干）

（本栏责任编辑　 　 郑　 园）




